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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工业减排效应
——以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为例

杨    喆，熊振武，薛文晧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青岛 266071）

摘　要：【目的】2013年中国环境保护部首次公布了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并于2018年将排名范围进行扩充，评估

这一制度的减排效应，对于探索中国改善空气质量的新途径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将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

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9—2021 年中国 28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方法系统

分析城市空气质量排名的减排效应。【结果】①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具有明显的减排效应。相比于未被纳入排名

城市，被纳入空气质量排名城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平均降低了 18.6%，且其减排效应在北方和内陆地区更为显

著。②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是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重要渠道。③进一步分析发

现，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空气质量排名制度的减排效果得到提升；该制度对排名倒数城市的污染减排效果更

加明显；该制度能够显著降低城市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实现预期制度目标。【结论】公布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是一种

有效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对地方政府加强工业污染控制起到激励作用，进而提高城市空气质量。因此，应充分发

挥好空气质量排名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倒逼”作用，有效形成城市之间空气质量的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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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中国政府

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政策[1]。然而，环境政策

在实行过程中如果缺乏必要的环境信息透明度，不

仅无法有效控制污染排放，同时也会降低环境政策

在公众心中的信任度，从而导致政策的低效率[2]。

因此，如何有效缓解环境信息不对称现象，进一步

提高环境质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空气质量排名制度是环境信息公开的一种实

施方式，也是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

辅助手段[3]。2013 年 1 月，中国环境保护部针对第

一批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 74 个重点城市开展空

气质量排名，以发挥社会公众对空气质量的监管作

用[4]。同时，公开发布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 10位

城市和相对较差的后 10 位城市名单。进一步地，

2018年 6月，中国政府在《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中提出将空气质量排名城市的范围扩大至

16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并且公开发布空气质量前

20位和后 20位的城市名单。那么，空气质量排名制

度能否有效促进工业污染减排？厘清这一问题，不

仅能为环境信息公开的实施效果提供现实依据，也

能为空气质量排名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2.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针对环境信息公开的环境效应主

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基于城市层面视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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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证分析发现，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制度[5]、空气质

量新标准[6]以及中央环保督察[7]等政策的实施有利

于减少城市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基于企业层面视

角，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8]和合法性理论[9]研究认为，

企业需要在年度报表中披露企业污染排放等信息

来回应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且环境绩效不佳的企

业往往会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监管压力，从而倒

逼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10,11]。但是，如果政府监管不

严，反而会造成信息隐瞒和虚假公告，对环境信息

公开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产生不利冲击[12]。在环境信

息公开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方面，部分学者研究了环

境信息公开对绿色技术创新[13]、能源效率[14]、外商直

接投资[15]、城市居民的幸福感[16]、融资约束[17]等的影

响。考虑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也有学者从

现行制度出发，提出建设和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的相关建议[18]。

关于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首先为政策推

动，中国出台的诸多法律法规有效地推动了政府和

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如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和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其

次，学者们分别从政策透明度[19]、国际合作[20]、舆论

和社会压力[21]、技术和信息管理[22]等角度分析了环

境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空气质量排名制度不同于以往的环境信息公开

政策，其特点在于对城市空气质量按照一定的评估

标准进行排名，进而加大政府、企业、公众对空气污

染问题的重视，最终达成污染减排。梁景天等[23]以及

Shi等[4]研究发现，空气质量排名政策能够改善当地

空气质量，但未进一步分析空气质量排名城市与未

被纳入排名城市在制度实施前后的空气质量差异。

类似地，有学者发现水环境质量排名能够提高城市

水环境治理绩效[24]。但也有学者研究认为环境绩效

排名的监管作用有限[25]。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环境信息公开与污染排放的

关系展开了诸多研究。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空气

质量排名制度的工业减排效应，存在进一步拓展研

究的空间。本文基于 2009—2021 年中国 282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

分析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

响及其机制，在此基础上，进行地区异质性效应评

估。本文潜在的边际贡献包括：①将 2018年扩大城

市空气质量排名范围纳入研究内容，系统分析城市

空气质量排名制度的工业减排效应及其机制。②
分析互联网普及率在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减排效应

中的调节作用，为更好地实现空气质量排名制度的

环境红利提供政策参考。③通过分析空气质量排

名制度的“名次效应”，揭示了城市空气质量排名的

公布对倒数城市污染减排的“鞭策”作用，从而更深

入精准地体现该制度的减排效应。

2.2  研究假说

2.2.1  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传统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实现自

身利润最大化[26]。然而，根据外部性理论，在缺乏必

要的产权界定情况下，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会

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对周围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导致市场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27]。而通过环境规制

等手段能使污染排放主体明晰各自产权，将污染排

放的负外部成本内部化，既能提高市场效率，也能

减少污染排放[28]。

空气质量排名制度作为一种环境信息公开的

规制手段，为解决工业污染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从政府方面，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是上级政府

进行环保督察和问责的重要参考依据，如环境保护

部对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明显上升且改善

幅度排名靠后的城市（包括地、州、盟），每季度实施

一次书面预警，每半年实施一次约谈，每年度实施

一次量化问责[29]。此类措施能够有效减少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环境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形成地方政

府之间的横向比较压力，激励地方政府加大环境关

注度，提升环境监管力度，从而削弱地方政府与工

业企业之间的合谋，促使工业企业减少污染排放。

其次，从企业方面，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能够增加工

业企业在污染减排方面的社会责任压力，从而使工

业企业对大气污染排放行为更为审慎，激励企业采

取更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转

型，以改善其排放状况。最后，从公众方面，作为环

境污染的受害者，公众能够通过空气质量排名信息

更准确地了解本地的空气污染状况，加强对自身生

存环境的空气质量的关注，从而积极协助地方环境

监管部门加大对排污企业违规行为的检查力度。

例如，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倡导广大社会公众积极参

加有奖举报，拨打 12345等投诉热线，真实反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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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问题，监督工业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为大气

污染防治建言献策[30]。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能够显著促进工业污染

减排。

2.2.2  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渠道

产业结构是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重要因素，产

业结构的优化能够有效抑制工业污染排放[31]。传统

重工业污染排放严重，重污染企业的集聚导致产业

结构不合理，进一步加剧城市环境破坏。随着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日渐深入以及城市经济发展重心不

断向服务经济转移[32]，如何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成

为促进工业减排的关键。

空气质量排名的公布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

新的可行方案。空气质量排名通过提高社会各界

对环境的关注度，影响到重污染企业的社会形象，

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降低其经

济利润。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特征，市场资源不断从

低利润企业流向高利润企业，使得高耗能、高污染

企业逐步退出市场，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与此同

时，由于环保压力，地方政府可能采取必要的激励

措施。例如，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要对

符合条件的新能源供热企业（项目）申请贷款贴息

和优惠利率融资给予支持[33]。这将使企业更倾向于

环保、清洁产业发展，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回报，从而

增加市场上清洁产业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向高级

化转变。此外，空气质量排名所带来的公众环保意

识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对清洁技术和绿色产业的

投资，以提高产品的环保性能，并且公众作为社会

监督的第三方，会强化政策效果，以提升产业结构

高级化水平。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

来减少工业污染排放。

企业的绿色创新也是促进污染减排的关键因

素。一方面，针对末端治理的绿色技术创新可以直

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另一方面，针对过程控制的

绿色技术创新可以从源头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

索取，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而减少污染排放。

此外，绿色创新是推动企业绿色发展的核心动力和重

要支撑[34]。然而，企业出于创新收益小于创新成本

的担忧，绿色创新意愿往往不足[35]。针对这一问题，

环境规制可以起到激励作用。根据波特假说，从长

期来看，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倒逼企业进行绿

色技术创新[36]，进而提高企业利润，减少污染排放。

具体地，空气质量排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①外在的“合规”需求。空

气质量排名的公布将促使地方政府环境监管部门

加强对工业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监管，迫使企业重

新审视自身排污行为是否符合相关环保规定，从而倒

逼企业通过绿色环保技术的创新研发，减少污染排

放，以达到环保“合规”。②内在的创新动力。空气

质量排名的公布能够唤起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促使

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更加强烈，从而企业有动

力专注于开发绿色环保技术，提供更多的绿色生态产

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

来减少工业污染排放。

2.2.3  互联网普及率在空气质量排名对工业污染排

放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在信息化浪潮冲击下，公众对社会经济与环境

信息的获取来源变得更为广泛[37]。新闻媒体网站等

互联网应用的普及提高了空气质量信息的传递速

度和效率。在空气质量较差的地区，空气污染和环

境问题的信息通过互联网的渠道进入公众视野，进

而提升公众对空气质量问题的认识。而公众则据

此监督污染企业是否“合规”排放，有助于减少工业

企业违法超额排污行为，从而强化制度的减排效

果。对于互联网技术本身而言，一方面，通过建立

空气质量在线监测系统，实时追踪城市大气污染水

平，提高空气质量信息的透明度，能够有效遏制企

业污染排放。另一方面，互联网普及也推动了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国务院发布的《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中指出，要完善城市空气

质量监测网络，基本实现县城全覆盖，加强数据联

网共享。这些技术在能耗双控、空气质量监管和监

测等方面的应用，能够推动工业企业减排。此外，

通过媒体平台，公众可以更直接地表达对空气质量

和环境问题的关心，推动政府和企业更加积极地采

取减排措施。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4：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对污染排放的影响随着

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而作用更明显。

2.2.4  空气质量排名的“名次效应”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列出了年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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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倒数城市的名单，并受社会公众监督。当

城市出现在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的名单中时，一方面

会对城市形象和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在当前绿

色经济发展背景下，重污染城市因其自身的高污染

属性，在引进外资以及产品出口等方面受到阻碍，

从而降低城市发展质量[38]。另一方面会对城市产生

政治压力。随着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改革，城

市环境质量愈发受到各级政府重视，成为考核标准

中的一部分[39]。空气质量排名倒数名单的公布暴露

出城市发展中的环境质量问题，迫使相应城市的政

府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转型经济增长

方式，逐渐脱离排名垫底的位置，实现绿色发展。

例如，在广东首次按空气质量新标准排名时，肇庆

市全省排名“垫底”。为此，肇庆市大力推进科技治

污，建立“科学”和“管理”双闭环工作机制，推动肇庆

市蓝天保卫战工作向精细化、纵深化发展[40]。因此，

空气质量排名倒数城市的减排动力应当比其他城

市更强。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5：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将产生“名次效应”，对

于排名倒数城市的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3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3.1  模型构建

3.1.1  交错双重差分模型

为检验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对工业污染排放的

影响，本文参考杨喆等[41]的做法，设计如下交错双重

差分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lnSO2 i,t = α0 + α1didi,t + λXi,t + Cityi + Yeart + εi,t（1）

式中：下标 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lnSO2i,t 表示工业

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对数值；didi,t 为空气质量排名制

度冲击变量，用 Treati 和 Timet 的交乘表示。其中，

Treati 表示制度实施虚拟变量，如果城市属于空气

质量排名城市，Treati 为 1，反之为 0。Timet 表示空

气质量排名制度的时间虚拟变量，如果时间位于制

度实施当年及以后年份，Timet为 1，反之为 0。Xi,t为

一系列控制变量；Cityi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Yeart 表

示年份固定效应；α0 为常数项；α1、λ为待估计参数，

其中，α1 为主要关注的核心参数，衡量了空气质量

排名城市相对于非空气质量排名城市的工业二氧

化硫排放量的平均变化；εi,t为随机扰动项。

3.1.2  平行趋势模型

使用交错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

检验。为此，本文参考黄寰等[42]的做法，设计如下模

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lnSO2 i,t = γ0 + ∑8
k = -8 βkTraeti × Yeart +

                   λXi,t + Cityi + Yeart + εi,t

（2）

式中：Treati × Yeart 表示中国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实

施前后时点的哑变量；γ0 为模型的常数项；k表示相

对于制度实施的第 k年，当 k<0时，表示制度实施前

k期，k>0时，表示制度实施后 k期；βk 表示不同年份

哑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其中，β0 为制度冲击当年哑

变量的估计系数，β-8-β-1 和 β1-β8 分别为制度实施前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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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哑变量的估计系数。如果 β-8-β-1 回归结果不显

著，说明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3.1.3  调节效应模型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互联网普及程度紧密相

关，互联网普及程度影响了社会公众获取政府和企

业环境信息的途径，以及社会监管的方式[43]。为此，

本文使用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互联网普及率在空气

质量信息公开的污染减排效应中的调节作用。模

型如下：

   lnSO2 i,t = ρ0 + ρ1didi,t + ρ2 mediai,t + ρ3did_mediai,t

                     +λXi,t + Cityi + Yeart + εi,t                          （3）

式中：ρ0为模型的常数项；ρ1、ρ2、ρ3、λ为待估计参数，

其中 ρ3 为重点关注的系数，衡量了互联网普及率对

中国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减排效应的调节作用。

mediai,t 为互联网普及率的代理变量；did_mediai,t 为

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和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用

didi,t × mediai,t表示。

3.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城市

空气质量排名能否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一方面，

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是针对中国部分城市大气环境

状况开展的，故不涉及水污染的相关分析。另一方

面，二氧化硫是主要的工业污染物[44]，也是 PM2.5的

主要前体物[43]。因此，本文参考刘满凤等[5]的做法，

选择经对数化处理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lnSO2）

为被解释变量（表1）。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以中国城市空气质量

排名制度为准自然实验，如果城市被纳入空气质量

排名范围中，且位于制度实施当年及以后年份，核

心解释变量（did）赋值为1，反之，为0。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45,46]，主要选取与

地级市环境治理和工业污染排放相关的控制变量。

①经济发展水平（lngdp）。经济发展水平与污染排

放紧密相关，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经济增长，可

能依托重工业发展来拉动经济增长，导致污染加

重。本文选取实际 GDP 的对数值加以衡量。②人

口密度（lnpd）。人口密度也与污染排放相关，一方

面，高人口密度地区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因而

污染排放可能更为严重；另一方面，高人口密度会

使得居民更关注人居环境，有助于污染减排。本文

用地区年末总人数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之比的对

数值来衡量。③对外开放（open）。对外开放在吸引

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优化国内企业绿色化生产方

式，本文选取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GDP之比衡

量，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按当年汇率折算。④科技水

平（lntec）和教育水平（lnedu）。科教水平也是影响

工业污染排放的重要因素。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

更高的地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和治理水平要

求更高，本文分别用科学技术支出的对数值和教育

支出的对数值衡量。⑤环境规制水平（ER）。各地

区环境规制力度也会对污染排放产生重要影响，本

文参考宋德勇等[47]的做法，用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的环保词频占比衡量。除社会经济因素外，在

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因素中，自然因素的作用不可

忽视。为此，本文加入辐射（lnrad）、温度（lntem）、风

速（lnweed）和植被覆盖指数（NDVI）以控制自然因

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4）影响渠道变量。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和绿

色技术创新的视角探究被纳入排名城市的污染减

排途径。其中，参考赵涛等[48]的做法，产业结构高级

化（Istr1）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

值衡量，该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高级。产业结

构合理化（Istr2）用三次产业间从业人员数和产值比

表1   描述性统计表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

lnSO2

did 

lngdp

lnpd

open

lntec

lnedu

lnrad

lntem

lnweed

NDVI

ER

Istr1

Istr2

patent1

patent2

media

样本量

3523

3523

3523

3523

3523

3523

3523

3523

3523

3523

3523

3523

3523

3360

3516

3516

3523

均值

9.879

0.273

15.197

4.645

1.741

10.338

13.062

16.319

5.662

0.939

 0.500

0.003

1.010

0.284

0.124

0.096

0.010

标准差

1.342

0.446

 0.902

0.861

1.788

1.438

0.818

0.099

 0.019

0.273

0.132

0.001

0.573

0.220

0.061

0.038

0.011

最小值

0.693

0.000

12.876

0.531

0.000

6.252

10.883

15.943

5.605

0.150

0.059

0.000

0.109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大值

13.281

1.000

18.142

6.791

19.880

 15.529

 16.256

16.603

5.701

1.877

0.780

0.012

5.929

3.294

0.872

0.579

0.075

1303



第46卷 第7期
资  源  科  学

http://www.resci.net

例测度的泰尔指数衡量，泰勒指数越小，说明产业

结构越合理；绿色技术创新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占

总发明专利申请的百分比衡量（patent1）。此外，将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占总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百

分比作为替代变量（patent2）。

（5）调节变量。通过研究假说可知，互联网可

以拓宽城市环境信息的传递途径，因此本文从信息

传播的角度考察空气质量排名对工业污染排放的

影响是否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而发生变化。参考黄

群慧等[49]的做法，运用熵值法构建互联网综合发展

指数（media）。其中，子指标包括：互联网发展指数

（用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衡量）、互联网相关从业人

员（用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单位从业人

员比重衡量）、互联网相关产出（用人均电信业务总

量衡量）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每百人移动电话

数衡量）。该值越大，说明互联网普及程度越高。

3.3  数据来源

为了避免 2008 年金融危机可能对研究结论产

生干扰，本文使用的研究样本为 2009—2021年中国

28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自然因素特征的数据来

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的 ERA5 再分

析数据。被纳入空气质量排名的城市名单从政府

官网中收集得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其中，lnSO2的最小值为 0.693，最大值为 13.281，平

均值为 9.879，说明各城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差

异较大。

4   结果与分析
4.1  空气质量排名的减排效应分析

4.1.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2展示了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对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不加控制

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加入相关控制变量的回

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解释变

量（did）的系数为-0.186，在 1%显著性水平上成立，

表明被纳入空气质量排名的城市相对于未被纳入

空气质量排名的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了

18.6%。原因在于，政府通过向社会公众披露环境

质量状况，强化了社会公众监督效果，对企业产生

环保压力，减少污染企业违规排污等违法行为，进

而显著抑制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假说1成立。

在控制变量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gdp）显

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会加深污染情

况，原因可能是经济体量的增加导致能源资源的消

耗也随之增加，从而加重污染排放[50]。人口密度

（lnpd）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减

少污染排放，其原因可能是人口密度增加产生集聚

效应，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减少企业污

染排放[51]。科技水平（lntec）显著为负，说明科学技

术的支出有利于为绿色生产工艺提供资金支持，减

少污染排放[52]。其余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教育水

平、温度、风速、植被覆盖指数和环境规制水平）对

表2   基准回归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did

lngdp

lnpd

open

lntec

lnedu

lnrad

lntem

lnweed

NDVI

ER

constant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lnSO2

-0.211***

(-4.164)

9.938***

(700.927)

Yes

Yes

3523

0.871

(2)

lnSO2

-0.186***

(-3.736)

0.386**

(2.508)

-0.408*

(-1.967)

-0.016

(-1.188)

-0.079**

(-2.201)

-0.121

(-1.117)

1.053***

(3.208)

-20.830

(-1.611)

0.397

(1.028)

-0.448

(-0.906)

11.374

(1.245)

108.951

(1.553)

Yes

Yes

3523

0.874

注：*、**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 和 1% 上的显著性水

平；括号内为变量系数估计的 t统计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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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排放未产生显著影响。

4.1.2  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依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本文绘制了 95% 置

信区间下 βk的估计结果图 2。可以发现，处理组和

对照组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变化情况在制度

实施前无明显差异，但在制度实施之后，处理组相

对于对照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出现显著下降，这

表明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2）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制度实施效果可能受到其他城市-年份

层面的随机因素影响，本文进一步进行安慰剂检验

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为此，参考马军旗等[53]的做

法 ，具 体 操 作 如 下 ：首 先 随 机 化 实 验 组 城 市

（Dum_Treati），并与制度时期变量（Timet）相乘，以此

作为虚拟制度变量（Dum_didi,t）。其次，按照模型

（1）进行重复 500 次回归，得到相应的系数和 P 值

（图 3）。其中空心圆圈为回归系数的 P 值，粗实线

为系数的核密度值。可以看出，大部分回归结果的

虚拟制度变量几乎不显著。另外，回归结果的系数

也大致分布在 0附近，与竖直虚线代表的真实回归

系数（-0.186）显著不同。以上结果证明，城市工业

二氧化硫排放的下降确实是由于空气质量排名制

度的实施所致，其制度效果并不受其他未观测到的

随机因素干扰。

（3）去除其他政策干扰检验

理论上其他环保政策也会对工业二氧化硫排

放量产生影响，进而对本文的研究结果造成偏误，

因此去除样本期间内其他环境政策涉及到的样本

城市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包括，2010—2017年实

施的 3 批低碳试点城市、2013—2016 年实施的 8 个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2018年的蓝天保卫战重点

区域。同时，考虑到部分环保政策是在省份层面实

施的（如 2018 年实施的环境保护税），为此加入省

份-年份固定效应以减少随省份和年份变动的环保

政策的影响（表3）。表3列（1）-（3）为去除相应环境

政策涉及城市的回归结果，列（4）为加入省份-年份固

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均验证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4.1.3  空气质量排名对城市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的

影响分析

依据《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城市

空气质量排名以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

PM10、臭氧（O3）、一氧化碳（CO）和 PM2.5为 6 个基本

项目进行排名。为检验空气质量排名制度能否减

少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本文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

换成经对数化处理后的 SO2、NO2、PM10、O3、CO 和

PM2.5浓度作为城市空气质量的衡量指标。污染物

浓度数据来自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

（https://www.aqistudy.cn/historydata），根据各城市的

日度数据计算年度均值。考虑到部分地级市于

2013年 12月开始公布数据，其他地级市于 2014年 1

月才开始公布数据，即 2013年之前污染物浓度数据

缺失，因此，仅分析 2018 年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范围

扩充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表 4 列（1）-（6）分别为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

对 6种污染物浓度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城

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能有效降低 SO2、NO2、PM10、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2   Parallel trend test

图3   安慰剂检验

Figure 3   Placebo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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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M2.5浓度，但是却增加了O3浓度。其可能的原

因在于，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

一定比例下通过化学反应会产生 O3，如果 NOX 和

VOCs 下降的比例不合适就会导致 O3浓度升高[54]。

这一结果表明，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基本能够有

效发挥制度引导作用，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

推动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但是，O3浓度未得到有效

降低。因此，如何降低O3浓度，实现 PM2.5和O3浓度

的“双降”，仍是今后空气污染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

课题。

4.2  影响渠道检验

本文实证检验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对工业污染

排放的影响渠道。表 5 列（1）为空气质量排名制度

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空气

质量排名的公布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高级

化。原因在于，空气质量排名的公布，暴露了城市

企业内部的绿色发展问题，使企业更倾向于向环

保、清洁产业发展，从而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列（2）为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对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

的回归结果，结果显著为负，说明空气质量排名制

度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原因在于

城市空气质量排名的公布提高了环境信息的搜索

和传播效率，缓解了要素供求双方之间的环境信息

不对称问题，有利于矫正生产要素错配问题，促进

生产要素流向高生产率部门，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

水平。假说2得到验证。

绿色技术创新也是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实现工

业减排的重要渠道。考虑到绿色专利申请更能体

现创新的质量和能力，并且绿色发明专利相比于绿

色实用新型专利能更好地衡量城市的创新质量[35]，

因此，进一步实证检验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对绿色发

明专利占比的影响，并将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占比作

为替代指标。表 5 列（3）和（4）的结果显示，空气质

量排名制度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原因

可能是空气质量排名的公布，加大了城市污染企业

的环保压力，“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改进

生产工艺流程和治污理念，以减少工业污染排放。

假说3得到验证。

表4   空气质量排名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Table 4   Impact of air quality ranking on the air quality of cities

did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lnSO2

-0.248***

(-10.709)

Yes

Yes

Yes

2278

0.920

(2)

lnNO2

-0.027***

(-2.839)

Yes

Yes

Yes

2278

0.958

(3)

lnPM10

-0.024***

(v2.739)

Yes

Yes

Yes

2278

0.972

(4)

lnO3

0.051***

(8.917)

Yes

Yes

Yes

2278

0.865

(5)

lnCO

-0.061**

(-2.322)

Yes

Yes

Yes

2235

0.706

(6)

lnPM2.5

-0.016*

(-1.679)

Yes

Yes

Yes

2224

0.936

表3   去除其他政策干扰检验

Table 3   Removing interference from other policies

did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N

R2

(1)

低碳试点城市

-0.187***

(-2.853)

Yes

Yes

Yes

No

1970

0.862

(2)

碳排放权交易

-0.190***

(-3.293)

Yes

Yes

Yes

No

2949

0.871

(3)

蓝天保卫战

-0.226***

(-3.492)

Yes

Yes

Yes

No

2515

0.873

(4)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0.207***

(-3.112)

Yes

Yes

Yes

Yes

3435

0.894

1306



2024年7月
杨  喆等：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工业减排效应

http://www.resci.cn

4.3  互联网普及率在空气质量排名对工业污染排放

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检验

依据模型（3），对互联网普及率的调节效应进

行检验。表 6 中 did_mediai,t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

随着城市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空气质量排名制度

的减排效应更明显。原因在于较高的城市互联网

普及程度，显著降低了环境信息的流通成本，促进

了环境信息、技术、管理理念和方式等的广泛传播，

加强了政府和公众对城市环境质量状况的监督，进

而增强了空气质量排名制度的减排效应。假说 4

成立。

4.4  空气质量排名的“名次效应”检验

由制度背景可知，2013—2018 年，环境保护部

每年公布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后 10位的城市，进一步

地，在 2018 年以后每年公布空气质量排名后 20 名

的城市。为探究公开倒数名单对城市工业污染排

放的影响，本文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将样本划分成

两个时间段，分别为 2009—2017 年和 2014—2021

年。其中，将 2013年首次实施空气质量排名作为第

一次制度冲击，2018年扩大空气质量排名城市的范

围作为第二次制度冲击。其次，参考范子英等[55]的

做法，在每个时间段内，依据城市是否进入空气质

量排名倒数城市名单，将被纳入排名的省份分成两

组处理组，同时将未被纳入排名的城市作为同一对

照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例如，在第一个时间段

内，一方面，将 2013年被纳入空气质量排名后 10位

的城市作为一组处理组。另一方面，将第一批 74个

城市中未在 2013年被纳入空气质量排名后 10位的

城市作为另一组处理组。与此同时，将 74个重点城

市以外的其余城市作为两组处理组的共同对照组，

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第二个时间段的操作同上。

表 7列（1）、（2）是以 2013年作为第一阶段制度

时点的回归结果，列（3）、（4）是以 2018 年为第二阶

段制度时点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空气

质量排名制度对倒数位次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而对非倒数位次城市的影响

为负但不显著，表明该制度能够显著抑制倒数位次

表6   互联网普及率的调节效应

Table 6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ternet penetration

did

media

did_media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lnSO2

-0.123**

(-2.452)

3.519

(1.345)

-5.612**

(-2.092)

Yes

Yes

Yes

3523

0.874

表5   影响渠道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e channels 

did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Istr1

0.045**

(2.560)

Yes

Yes

Yes

3523

0.901

(2)

Istr2

-0.022*

(-1.683)

Yes

Yes

Yes

3360

0.739

(3)

patent1

0.006*

(1.673)

Yes

Yes

Yes

3516

0.401

(4)

patent2

0.003*

(1.656)

Yes

Yes

Yes

3516

0.385

表7   空气质量排名的“名次效应”

Table 7   The “ranking effect” of air quality ranking

did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后10位

-0.131*

(-1.746)

Yes

Yes

Yes

1927

0.857

(2)

非后10位

-0.072

(-1.326)

Yes

Yes

Yes

2350

0.862

(3)

后20位

-0.644***

(-4.944)

Yes

Yes

Yes

899

0.873

(4)

非后20位

-0.064

(-0.988)

Yes

Yes

Yes

1758

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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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工业污染排放。另一方面，相比于第一阶

段，第二阶段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绝对值更大，表

明第二阶段扩大排名范围后的制度效果更强。因

此，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名单的公布对排名垫底

城市会产生更强的“倒逼”作用，加大企业治污压

力，推进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同时进行环境质量监

管，为推动全国空气质量改善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发挥积极效应。假说5成立。

4.5  异质性分析

4.5.1  南北方地理位置差异

中国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在产业结构上存在

差异，中国的重工业相对集中于北方地区，而重工

业的污染较为严重，因而对环保政策可能更为敏

感。为此，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北方城市和南方城

市，并按照公式（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8列（1）

和（2）。结果显示，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显著减

少北方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24.7%，而在南方城

市，其制度效果并未显现。原因可能是中国北方城

市作为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基地，重工业比重较高[56]，

造成产业结构失衡，从而污染情况较中国南方城市

更为严重。因此，政府对北方城市的环保关注度更

高，政策力度更强，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也更大。

同时，中国南方城市经济发展程度普遍较好，有先

进的绿色技术和绿色生产理念，地方政府在治理环

境污染时的能力更强[57]，从而本身污染程度较低，空

气质量排名制度的效果不明显。此外，由于供暖耗

能等原因，北方城市亟须清洁能源转型。因此，以

上原因导致在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实施后，北方城市

受制度影响更大，减排效果更明显。

4.5.2  内陆沿海地理位置差异

中国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气候和经济发展

水平有所差异，因而企业进行污染减排的基础条件

不同，使得空气质量排名可能显现出不同的制度效

果。为此，将样本划分为内陆和沿海城市进行回归

分析。表 8列（3）和（4）结果显示，对于内陆城市，城

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显著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

放量 26.8%，而在沿海城市作用不明显。其可能原

因是，由于沿海城市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以及“西

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发展计划的实施，制

造业企业逐渐向内陆城市转移，随之而来的工业污

染在内陆地区逐步聚集。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

的实施，能够有效倒逼污染较重的内陆城市减少工

业污染排放。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多以

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58]，为了吸引资金和

游客，会极力打造环境友好型城市，使得本身城市

环境状况较好，因而制度效果不明显。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空气质量排名作为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手段，其

制度减排效应值得关注。本文基于 2009—2021 年

中国 28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交错

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是否有

利于工业污染减排，改善空气质量状况。主要结论

如下：

（1）城市空气质量排名的实施实现了预期的减

排效应，相比于未被纳入排名的城市，该制度显著

降低了被纳入排名城市 18.6%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这表明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对工业企业污

染排放起到了有力的约束作用，有助于城市空气质

量状况的改善。

（2）空气质量排名的制度效果存在明显的地区

异质性。在北方城市和内陆城市更为明显，能分别

显著减少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约24.7%和26.8%。

（3）空气质量排名制度通过以下两条渠道实现

污染减排。一是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可以优化产业

结构，提高清洁产业占比，进而减少污染排放。二

是空气质量排名制度可以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水平，推动企业生产方式绿色化进程，实现工业污

染减排。

（4）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制度的减排效果随着互

联网普及率的提高而得到增强，并且该制度对排名

倒数城市的减排效果更为明显。同时，该制度还能降

表8   城市地理位置异质性

Table 8   Geographic heterogeneity of cities

did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1)

北方城市

-0.247***

(-3.792)

Yes

Yes

Yes

1557

0.884

(2)

南方城市

-0.107

(-1.535)

Yes

Yes

Yes

1966

0.868

(3)

沿海城市

-0.005

(-0.061)

Yes

Yes

Yes

1276

0.888

(4)

内陆城市

-0.268***

(-4.299)

Yes

Yes

Yes

2247

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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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城市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实现预期制度目标。

5.2  政策建议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1）进一步扩展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范围并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本文研究发现，空气质量排名制度

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工业污染减排。因此，应当进

一步普及空气质量排名，纳入更多的城市参与到空

气质量排名体系中。此外，应加强环境信息披露质

量，使评价结果既客观反映城市空气质量的优劣，

又能反映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成效。同时，对

不可抗力因素如沙尘天气等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按

照相关技术规定予以扣除，从而突出人为活动和工

业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技术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快出台关于废水、固废等对居

民健康有较大影响的环境质量指标公开规则，从而

推动社会整体环境质量的提升。

（2）促进被纳入排名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完善

以绿色创新为导向的空气质量排名制度。一方面，

在空气质量排名公布过程中，政府要颁布配套的产

业政策，提高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的准入条

件，同时吸收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引导其落

户。并且，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治理产能过剩，促

使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另一方面要合理调

整产业结构布局，注重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

耦合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变。此外，政府

要加强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支持，随着空气质量

排名的公布，积极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激励企

业增加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开展前瞻性、绿色化技

术开发，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时，还需缓解企业面

临的绿色创新活动的资源约束，减少绿色创新对企

业其他生产活动的挤出效应。

（3）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环境信息传递功能，

积极配合好空气质量排名制度的有效实施。利用

“互联网+”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拓宽空气质量信

息流通渠道。一方面是要消除政府与公众之间的

环境信息不对称，打消公众对政府执行力的猜疑。

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地向企业和公众传播绿色生产

消费理念。此外，政府需要提高空气质量数据的透

明度，让公众了解实际情况，激励公众积极参与环

境保护，监督环境政策执行。多方共同努力，协力

打赢蓝天保卫战。

（4）要避免空气质量排名倒数城市出现“虱多

不痒，债多不愁”的污染治理困境，强化环境污染问

责机制。应进一步完善对地方政府环境工作绩效

的考核制度，落实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的环境问责

机制。建立科学的奖惩制度，对于空气质量排名取

得显著改进的城市予以奖励，鼓励更多城市积极改

善大气环境，实现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同时，对于

排名靠后且未见明显改善的城市采取必要的约谈，

敦促其加强环境监管和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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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on industrial emission reduction: 

A case study of urban air quality ranking in China

YANG Zhe, XIONG Zhenwu, XUE Wenhao

(School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 2013,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hina published the 

urban air quality rank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ranking in 2018, so as to 

assess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this syste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new 

ways to improve air quality in China.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took the urban air quality 

ranking syste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urban air quality ranking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2 Chinese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from 2009 to 2021 by using the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Results] (1) The urban air quality ranking system had obvious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Compared with the unranked cities, the industrial sulfur dioxide emissions of the ranked cities 

decreased by 18.6% on average, and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northern and inland regions. (2)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ere importa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 urban air quality ranking system influenced industrial 

pollution emissions. (3) Furthe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air 

quality ranking system was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Internet penetration; the system had a 

more obvious effect on pollution reduction in the bottom-ranked cities; and the system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major air pollutants in cities and realize the expected 

system goals. [Conclusion] Publication of urban air quality ranking is an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which provides incentiv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strengthen 

industri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thus improve urban air quality. Therefore, air quality rankings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as a “pushback” for urban air quality, and healthy competition between 

cities in air quality should be formed effectively.

Key words: air quality ranking;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dustrial pollution 

emission; Internet penetration;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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